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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

杨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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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世纪中叶出现的“富强”观念和１９世纪末期传入的
“天演进化”观念曾相互撑持，绵延不绝地通贯于此后一百多年的
历史之中。在长久地溺于天下意识、地方意识和家族意识之后，前
者促成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长久地仰望“三代”之
后，后者促成了中国人发展的意识、进步的意识、历史规律的意识
和世界潮流的意识。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遂由此而得
以发生和展开。但在同一个过程里，由“富强”的单面演绎而致国
家意识的独尊和至上，以及由“天演进化”的单面演绎而致理消势
长的价值寂灭和不立本位的“规摩仿效”，又不能不使“富强”常与
民本和民生脱节，使“进化”常与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脱节。这些

内在的矛盾，都是由这个过程造就出来的，它成为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的阻窒。之后的中国
人，不得不在致力于现代文明的同时，面对和收拾这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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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的历史叙述是以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为起点的，但就比较完全的意义而言，以
社会转型为深层内容和历史归向的中国近代化

（现代化）其实是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在这
种一经开始便曲折漫长的过程里，中国人因历史
迁移而改变思想，又因思想改变而催动历史，由此
形成的震荡和紧张为两千年岁月从未有过。而其
中耸起于１９世纪中叶的“富强”观念和移入于１９
世纪末期的“天演进化”观念尤其源远流长，百年
之间留下了种种历史因果。

一

１８６０年（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从大沽登陆

一路打到北京，随后是皇帝出逃，京城陷落，西人火
烧圆明园。与二十年前起于东南沿海而止于长江
下游，并因此而被称作“海疆骚动”的鸦片战争相
比，这种冲击已经撼动社稷，其创巨痛深和惊心动
魄，以及由此促生的震惊和震撼都为前者所不可比
拟。因此“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①。二
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之后渐知用中国人的
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在这种困而后知里产生的
“师夷智以造船制炮”②之说，意在用西方人的办法
来对付西方人，而其间抵拒与师法的交相纠集，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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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照了中国人在创巨痛深之后注目西人的审量彼

己，也说明了中国人对“自强”一词所作的最初的释
义。两者都是一种思想导引，于是而有从西方搬入
中国的船炮、航运、矿务、电报、铁路以及冶炼、织布
和制器之器等等。而这个过程之牵汇万端和层层
递进，又使“自强”的含义在一路深化中延展为“富
强”。当日的奏议谓之“言强必先富”①。就中国人
的历史文化而言，“富强”原本出自法家并归属于法
家。因此，在儒学灌输浸润两千多年之后倡言“富
强”，不能不算是显然的大变。时人说“王道不言功
利”，是以“吾中国之所以为治者，在乎礼乐教化，富
强所不屑为也”；然而当此“外患方张之会”，则起而
救时，“亦难置富强为缓图”。②显见得那一代先倡
“富强”的人物在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由此入
彼，曾有过一种缠绕于内心的自觉而不自愿。但
“自强”和“富强”既已引入船炮、航运、矿务、电报、
铁路以及冶炼、织布和制器之器等等，与之同时发
生而相为表里的是复制这些东西的过程，一定又
会成为复制这些东西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关

系的过程。由此形成的历史因果，则使古老的中
国社会在移花接木之中不复再能尽循旧时故辙，
同时也是古老的中国社会借助于这种变化而获得

了一个近代化的真实起点。“自强”和“富强”，在
回应西方的逼迫中，促成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但
“自强”和“富强”所涵蕴的这种时代内容，又使中
国社会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带有种种不同于欧西

的历史特点：由于一败再败的创巨痛深与注目西
人的审量彼己交相纠集于眼前和心头，此日和来
日，中国人因此不能不与西方人比物力，从而中国
的近代化不能不以营造物力为重心；由于西方人
用船炮打败了中国，而后是战争流血，议和流泪，
因此在西方世界的各色物事中，中国人最先接受
和最肯用心的便是船炮，而究其底里，船之坚和炮
之利本质上都不过是一种物化了的技术，是以中
国人从船炮下手牵引而来的近代化便不能不内含

着强烈的技术主义取向和倾向；由于“师夷智”是
在西方人的勒迫之下逼出来的，遂使“师夷”的初
心和远想都以“制夷”为本愿，因此中国的近代化
既以“效西法”图“自强”为路径，则这个过程便不
能不与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和民族意识深相交缠。
营造物力、技术主义和民族情结都是“富强”一词
里所包摄的东西，就１９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

而言，这些都是势所必至和理所当有的东西。但
由此形成的畸重畸轻，却又非常明白地说明：中国
的近代化自其发端之日便已带着与生俱来的不平

衡性和不完整性。
作为一个观念，“富强”是用旧词翻出来的一

种新义。与之相比，自１９世纪末期开始在中国八
方流播而鼓荡天下的“天演进化”之说，则是出自
彼邦而灌入中国的观念，从而是与中国人的历史
文化异常隔膜的观念。异常隔膜而能够层层灌
入，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冲击已使中国的
自我形象连同曾经深信的种种道理在人心中一时

俱碎，此前三十多年的“变局”演为今日的“危局”。
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
战败割台湾偿两百兆以后始也。”③以“四千余年”
历史文化为“大梦”，正是反观自身的深度失望和
满眼碎裂。比之三十多年以前创巨痛深，其慑动
人心的程度显然更加剧烈。而“天演进化”以“物
竞天择”说世间之“公理”，则在“四千余年”旧有的
理路之外，为中国人提供了另一种阐释中西交冲
和兴衰起灭的别样理路。别样的理路同时又是别
样的希望，之后是旧理路既已破碎，由外而入的新
理路遂后来居上，成了那个时候回声四应而虎啸
龙吟的东西。身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胡汉民曾说：
“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
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④他推崇作《天演论》的严
复，而目光之所注则全在“人心”因此变和“民气”
因此变。对于刚刚被日本打败的中国人来说，“进
化”成为一个观念，带来“吾国之所创闻”，而尤能
动人心魄的，是“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人治日
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天
演者以变动不居为事者也”。⑤ 在以往数千年相
沿的历史叙述里，中国人的理想之世是三代。而
以天道“不主故常”和“人治日即乎新”为万方之通
则，则中国人的理想之世应当在将来。两者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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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满足于当下，而前者以过去来批判当下，后者以
将来来批判当下，由此形成的是一种非常明显的
对立和前所未有的对立。依其本义而言，过去和
将来指称而区分之的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但经
“天演进化”之别为解说推衍，这种时间上的差别，
已一变而为价值判断的不同和价值选择的不同。
而后是１９世纪中叶以来的中西之争在一层一层
的探求抉发中演化为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梁启
超统括而言之曰：“今夫守旧不敌开新，天之理
也。”①他的话代表了１９世纪末期的中国人对中
西交冲内里和背后的深入理解和重新解释，而取
“开新”而舍“守旧”，又说明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由
回应西人开始的那个历史过程，此时正在急遽地
转向改变和改造中国自身。戊戌年间的维新和辛
亥年间的革命都因此而起，并因此而激荡一时。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上一代人“师夷智”以图富强
之日，其意中所常怀的自觉而不自愿，在这一代人
身上已演为“大变”、“全变”和“速变”的急迫；同
时，是上一代人的“夷智”以西国之器为止境，而这
一代人的变法则旨在尽取“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
新器”而“与化同”②。然则与十多年前的不自愿
相比，“大变”、“全变”、“速变”之言之侃侃，显然已
夹带着一种对于西方世界的惊艳和企慕。从１９
世纪中叶到１９世纪末期，原本的“海国”和“岛夷”
已一个个落脚于中国的周边，并不止不息地各思
伸张。由此形成的“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
眈”，以及“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康
有为曾统括地称之为“强邻四逼”。③比之西潮初
来之际的“海疆骚动”，这种“四逼”所写照的，应当
是中西交冲已经带来和正在带来的更加深重的患

难。而“进化”成为一个观念，已推演中西之争的
要义而一归于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因此从这个
时候起，迫来的外患一重接着一重，而其一重一重
的窒扼冲击则常常会催化出变法变政变制变俗之

想，促成世局迁移，也使除旧布新成为中国近代化
过程中的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
中国人因中西交冲而有“富强”观念，也因中西

交冲而有“进化”观念。而时论滔滔，以“人治日即
乎新”图存国存种为共信，又以尽取“欧美之新政新
法新学新器”而“与化同”为共趋，则既是在用“富
强”诠释“进化”，也是在用“进化”诠释“富强”。两
者都是内在于这段历史变迁之中的东西，所以两者

能够互相诠释，并因互相诠释而彼此支撑。变迁造
就跌宕，而内在的东西则维持和体现了其间的一贯
性和连续性。因此，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各立名目
的思潮和政潮此长彼消于世路起落和人心起落之

中，使历史在这种前后代谢中被分成一截一截；但
与之同时存在的另外一面，则是贯穿于思潮和政潮
消长之间并为其所共认和共有的，往往都是“富强”
的观念和“进化”的观念。有此连接于消长和起落
之中，而后是一截一截的历史借助于这种观念上的
共认和共有，才能够串结起来，成为一种可以理解
和认识的整体历史。由于“富强”和“进化”内在于
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并以思想为一世造归
趋和共趋，因此，在这个过程所到的地方一定会出
现新起的观念面对旧有的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观
念改造观念和观念派生观念。梁启超曾举欧洲的
国家主义为例，概而言之曰：

　　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
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伦常以全人类为
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
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④

所以，“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并“向内之特
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沿之既久，遂使“国家
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⑤ 他追索中国的历史文
化，而以国家主义传统的太过稀薄为大憾。然而
“富强”之想既因列国的环伺匹比而起，则“富强”
的主体和本位都应当在国家与民族，从而“富强”
之想从一开始便不能不内含着炽烈的国家意识。
因此，自中国人从观念上接受了富强，并在外力逼
视下力图富强之日起，国家思想其实已在日积日
重之中入人之心。这个过程使旧日的“夷夏之辨”
在蜕变中一节一节升华为民族主义；使熟知已久
的家族观念、地方观念和天下观念在自觉和不自
觉中一步一步地为国家至上让出了空间；使原本
散漫的个体一代比一代更切近地转化成了国民。
而后是“与吾人夙不相习”的“国家主义”在磅礴茁
生中化为一种富有感召力和神圣性的东西，并在

２０世纪的艰难困苦和颠沛曲折里以此凝聚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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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了中国人。钱穆后来说：“中国对日抗战八年，
终于能屹然存在，以徐待胜利之来临”，推论其间
的因果，则不能不溯源于“近代新兴的国民教育”，
尤其不能不归功其间的“国耻教育”：

　　尽管在当时，国内思想界意见纷歧，言论
庞杂，新旧交冲，极为混乱；但对中小学教科
书涉及近代国耻当面的意见与情感，则举国
一致。此乃是一种民族意识与其发奋图强、
同仇敌忾心情之表露，一旦大难当头，便发挥
出无上的力量来。①

在“纷歧”、“庞杂”、“冲突”、“混乱”的各是其是里，
“国耻”能够成为“举国一致”而共汇八方的“意见
与情感”，正说明神圣性化为至上性和感召力成为
内聚力。而“发奋图强”与“同仇敌忾”连为一体，
则表达了“国耻”成为一种教育，其生生不息的本
义所在和命意所在。１９世纪的中国先后经历过
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
其结果都曾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但就空间言之，
这些战争都以局部为范围；就时间言之，这些战争
的攻守接仗都不能持续两年以上。由此显示的空
间上的有限性和时间上的有限性，反照的都是当
日中国社会动员力和维系力的有限性。因此，以

１９世纪对比２０世纪，则自１９３７年开始的对日抗
战，便不能不格外显目。作为发生在中国国土上
的一场全面战争和长期战争，其一寸山河一寸血
换来的“屹然存在，徐待胜利之来临”，以万众一心
与连天烽火相对映，已实证地说明了历史中的变
化，使人非常醒目地看到：与民族主义相表里的国
家意识在累积中演化为守定的大义和匹夫有责，
遂使曾经有限的动员力和维系力都成了钱穆所说

的“无上力量”。这个过程震荡起伏，而观念的嬗
蜕对于历史变迁的影响和牵结则是非常明显的。
与“富强”相比，“进化”的本有之义曾在中国

派生出更多于古无徵的观念和可供推演的观念。
自严复引西人之说弘张“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
进”及“天演者，时进之义也”，并由此层层阐发，以
通论“人类之力求进步”，②接受了这种“日进”和
“时进之义”的中国人，便同时也接受了一种可以
别开生面地观照世相而延展引申，用以自为解说
的视野和视角。而后是“天演”之“公理”一路传播
一路衍绎。其间梁启超曾奉“我所信的进化主义”
为旨趣③以“人之老少”比“国之老少”，推而论

之曰：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
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
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
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

之后罗列排比，以“忧虑”、“灰心”“怯弱”、“苟且”、
“厌事”与“行乐”、“盛气”、“豪壮”、“冒险”、“喜事”

相对举，滔滔然陈说“老年”与“少年”之互悖，并以
前者“如夕照”，后者“如朝阳”④为归结。他歌颂
“少年”，而立意则在借作比拟，于沿用“进化主义”

的同时，又深翻一层，从中汲引出一种与“将来”相
连属，并因之而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以及由此日
指向“将来”，并因之而不止不息的“进取主义”。

于是天演之进化既被认知之后，便已转化为一种
人所应为与人所自为的力量和发展。与西人讲述
进化的原义相比，这一类罗列排比与开掘深翻其
实都属创说和别解。然而时当１９世纪中叶以来
的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交迫里入“变局”，又在
内忧外患的绵延激荡里由“变局”而入“危局”，由
“危局”而入“残局”之日，对于久处困厄力求一伸、

如大夜之望天明的中国人来说，则这种以“日新”

为指归的乐观主义和进取主义虽然推想多而论证

少，却是能够描画天际曙色的东西，从而是能够唤
出心底共鸣的东西。有此共鸣，则乐观与进取一
旦产生于言论界，便很容易融入２０世纪中国社会
的剧烈变迁和持续变迁之中，并累积地成为这个
过程里灼然可见的一种特点。所以梁启超立论之
后二十五年，钱玄同曾追叙三十年以来的“明白
人”和他们“分头努力”的结果，又由此引申，统论
中国之“很有希望”，而后以“咱们大伙儿从这条光
荣之道前进！前进！！前进！！！”为归总之辞和期
望之辞。⑤ 其间的乐观主义和进取主义不仅昭
然，而且昂然。作为《新青年》杂志的要角之一，钱
玄同意中的乐观和进取当然会更多一层得自于新

文化运动的新义，但就思想论渊源，则显然是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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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学术思想文化论丛》，第１３６页，台北，素书楼文
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２０００。
《严复集》，第５册，第１３９２、１２４１、１２４２页。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５册，第５页。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１册，第７页。
《钱玄同文集》，第２卷，第２２１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



五年之前与二十五年之后虽此起彼落却犹在一脉

相承之中。乐观主义与进取主义皆因有“将来”作
映衬和支托，始可得以各立意义，而将来之能够共
为期望，全在天演进化既出，则知此日与知将来已
成了一种前后相承了无间隔的事。１９世纪中叶，
丁韪良译“国际法”为“万国公法”，他引为要义的
“公法”一词本意在于贯连中国和泰西，着眼的重
心是其空间上的笼罩力。但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
交的中国人视天演进化为“公理”，则尤贵借西人
“内籀”之所得，用为“据公理以断众事”，从而“设
定数以逆未然”的“外籀”。① 而“未然”之可以“逆
知”，无异于遥远的将来已被公理移到眼前，并因
之而成了一种能够目测的东西。其间之所重，显
然是在时间上的笼罩力。之后，借公理之设为“定
数”，原本同在一派混沌之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便有了一种各分阶段而前后沿接的有序嬗递。于
此先得心悟的康有为曾先为发抒，引进化论入公
羊学，用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重释儒学
原典里的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以阐说历史演
化中政治制度的古今之变和已然未然。在他以
后，又有更富广度之说曰：“凡人类进步之次第，由
射猎而游牧、而稼耕、而工商。”②这种“进步之次
第”也在阐说历史演化中的古今之变和已然未然，
而眼光则在社会经济一面。此外，还有引野蛮、半
开化、文明为“定数”以串连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更
进一解，等等。形成于这个过程的种种推衍各自
立说“以逆未然”，同时又在使置身已然之中的众
生引此观照当下，脱出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的旧日朦胧。而后是作为观念的“公理”、“定数”
以及与之相类的“运会”③化为一种前导与中介，
最终促成中国人接受了历史规律的观念。孙中山
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
亡。”④他用“潮流”一词对应世路变迁的走向有定
和一往无前，以明示“浩浩荡荡”所到之处，造“昌”
造“亡”皆不能为人力所左右。然则其意中之“潮
流”，犹是沿“公理”和“定数”一脉延伸而来。但他
以“顺”与“逆”相对举并引之以为醒世之真谛，则
用心所及已全在于说明，人当已然未然之间，同时
是人在潮流四围之中，而一旦选择世界潮流，便能
代表世界潮流。以其一生之屡仆屡起而言，他显
然具有这种自信。彼时“潮流”随“进化”而远播，
因此年辈在孙中山之后的傅斯年也曾具有这种自

信。１９１９年，他为《新潮》作《发刊旨趣书》，笔下
意态恢宏，皆期期然以导引中国入“世界潮流”和
“世界思想潮流”⑤为理之应然和事之必然。他以
此为《新潮》立“旨趣”，而表达的则是一种与孙中
山非常相近的代表潮流的自觉意识。在后来的知
识社会里，“潮流”一词与“规律”一词常常相伴而
行，而其独有的磅礴则又更能力慑胜人。从严复、
康有为以来，出现于１９世纪末期和２０世纪前期
的这些人物以其各自的论说影响了一世之取向，

又以其各自的论说留为近代中国思想历史上新陈

代谢的深度痕迹，宛然可见地写照了“天演进化”

的层层推演和派生分蘖，给中国人所带来的进步
的观念、发展的观念、历史规律的观念和世界潮流
的观念。这些古所未有的东西一经入人之耳和入
人之心，便会内化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在后来
的漫漫岁月里非常明显地改变与矫正中国人的认

知路向和思维方式，从而最终使它们自身成了现
代中国样貌的一部分。

二

在这一段由１９世纪开始的历史嬗递里，作为
观念的“富强”和“进化”所引发的种种变迁不仅显
著，而且恒久。显著和恒久都映照了两者在中国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内在深度。然而，这种由观念
引发的变迁既以时势的催迫为起因，又为时势的
催迫所主导，则其以变应变的眼光和识度遂不能
不由逼桚之缓急分事义之轻重。而由此形成的目
力随时势作移转的一路仓促，便很容易倾斜欹仄，

把原本在视野之内和应该在视野之内的东西漠漠

然置之，放到了时务之外和视野之外。随后是引
发变迁的过程同时又会成为矛盾交结的过程。当

１９世纪中叶的那一代士大夫力倡“自强”和“富
强”之日，这种促成了中国人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的观念在回应西潮中高亢急切而又单面独进，其
守定的旨义里自始就没有留出足够的余地，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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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与国家和民族联为一体的民本和民生，而后是
“富强”常常因四顾困厄而急切，又常常因急切而
湮没两千年儒学一脉传承的民本主义和民生主

义，遂使顾此失彼演变为抵牾扞格。当时人身处
两者之间，发为议论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岂
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①这些话举
“百姓困穷”为对比向“自求富强”作追问和推究，
其意不能平的，正是中国社会在这个过程里发生
的一种两头脱节。而以“国于天地，必有立之”为
理之所归，则显然是在引两千年历史文化和政治
理想为尺度观省斯世斯时，深信国之为国并不仅
止于富强。在“六经”和古史留下的儒学源头里，
既有“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又有“朕及
笃敬，恭承民命”和“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碞”；还
有“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② 这些出自“先王”
的训敕由“天禄”说到“民命”，本意都是提撕和警
诫时君，而在一说再说三说四说之后，其间内含的
民本之义和民生之义屡经演绎辩证，已凝结为传
统中国的政道和治道。有此先王之训敕化作后世
之义理，民本与民生遂成了罩在君权头上的道德
责任和政治责任。虽说以秦汉之后两千多年的人
和事相度量，民本与民生常在力有未逮而并不圆
满之中，但君权既与天命天禄相因依，又以天命天
禄为转移，则由天命和天禄所派生的这种道德责
任和政治责任，便不能不成为帝王无可避让的东
西，也不能不成为士议用来规范帝王的东西。因
此，与民本民生之并不圆满同时存在于二千多年
之间的，又常见诏书以廑念说民生和奏疏以忧虑
说民生的事实。廑念和忧虑都是不能去怀和不敢
去怀。１８４９年（道光二十九年），张集馨由四川按
察使授贵州布政使并奉旨入京觐见。召对之际，
道光帝先问：“沿途年岁、民情、地方是否安静”，之
后由吏治、“库存”而及“省城米粮足支民食否”。③

１８７７年（光绪三年），曾纪泽在籍守制服满进京，
遂入宫陛见。西太后先问：“一路经过地方是否都
安靖”，又问湖南“年岁”和“雨水”，再问湘省疆吏
和州县官之情状官声。④ １８８１年（光绪七年），河
南巡抚涂宗瀛“到京请安”，光绪帝先问的也是“河
南地方情形，途中得雨否”，以及“年成几何”，等
等。⑤ 晚清居两千年传统社会之后尾，从１９世纪
前期开始已经在“四海变秋气”中进入衰世，中期
以来，又直面西潮灌入的四顾局促，但这些实例都

说明，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深宫里的帝
王远看地方社会，关注之所在犹以“年岁”、“雨
水”、“米粮”、“民情”、“安靖”和吏治为大端。推度
心事，显见得此中既有“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的命
意，也有“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的畏惧。两者都
折射出历史留下来的道理仍然具有说服力和制约

力，因此，儒学赋予民本和民生的意义遂得以一线
不绝，蜿蜒于衰世的君臣之间。然而，倾力造“富
强”的过程始终以彼邦彼族为反衬和对照，并始终
与劣境中的促迫惶急相伴随，则反衬和对照都会
化作另外一种说服力和制约力，致使“国于天地”
的本义在追蹑彼邦彼族同时又为彼邦彼族所牵引

而一变再变，之后是“民情”、“安靖”以及“年岁”、
“雨水”、“米粮”一类久被认作“必有与立”的东西
便都成了可以为富强牺牲的东西。１９世纪后期，
洋务已成富强之要目，而铁路、矿山、电线所至之
处，民间常因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被搅动而起纷
扰抵拒。搅动出自国家权力的伸张，而后民间以
不宁回应不宁。用旧日的尺度相衡量，这些都属
地方不能“安靖”，从而都会引出忧“民情”的深虑。

但“富强”注目的是国家，而“国家自求富强”一旦
被当作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则民间的纷扰抵拒便
都成了“固不足介意”的东西，其间的尺度已一变
而为“事关军国，亦当权衡轻重，岂能以小不忍而
乱大谋”；而且，“兵家筹备于平时，无异决胜于临
阵。王者克敌致果，初不闻以伤残物命为嫌。尚
以筹备为扰民，犹之两国交绥，斤斤于不重伤，不
擒二毛之说也”，其说理之力度大半来自独断；更
凌厉一点的，还主张“朝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
不准绅民阻挠，“违者以违制论”，⑥遂使民间的纷
扰抵拒又成了应当压平和能够压平的东西。这种
为国家造富强的亟切里自有其救时的一片血诚，

然而儒学民本主义把不扰民当成通例，以此为国
家权力所设定的那一条界限却因之而开始一步一

步被抉破并越来越急地被踏过。时至２０世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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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十年，被称作“清末新政”的历史过程沿此一
路累积的走势而起，在国基窒蹙而世路板荡之日
以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着力营造富强。但这个
过程直接造成和最先造成的，则是“上之人且嗷嗷
焉，朝下一令，曰为尔开学堂；暮下一令，曰为尔兴
商务，彼民者未见丝发加益吾事，而徒见符檄之惊
胆，征敛之无已”①。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开学
堂”、“兴商务”，连同与之共属一类并皆被列为新
政要目的练新军、办警察、改官制、立税制，以及编
订法律、清查户口、地方自治、预备立宪等等，都是
为国家造富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些应有的东
西又是借助于国家权力的推行而得以自上而下地

实现的，其间的矛盾在于“悉索之物力有限，而推
广之经费无穷”。国家意志造成了这种矛盾，而国
家力量又无以消解这种矛盾。因此，自上而下地
为国家造富强的过程，从一开始便已变为“多更一
制，即多一耗财之地，多设一官，转多一倖进之门，
部臣筹费无出，责之疆吏，疆吏责之州县，州县舍
百姓将谁责取”②的自上而下层层重压。此前的
二百多年间，清代曾以轻赋为祖宗家法。即使是
在咸同两朝延续了十多年的内战里，朝廷久苦罗
掘俱穷，国计竭蹶，而其筹划饷事的别谋拓展犹以
抽厘、捐纳为止境，并未曾全无章法地手臂遂尔远
伸，把加赋当作一条利路。抽厘病商，加赋病农，
两者之间的能做和不能做，显然有着一种深深的
思量和权衡。但时至“物力有限”而“经费无穷”成
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权力为源头的层层重压，则思
量和权衡都已不再会被官府所顾及。而后是短短
几年工夫苛敛既遍于南北，又遍于城乡，致路有
捐、河有捐、房有捐、铺有捐、车有捐、船有捐、米有
捐、粪有捐、田亩有捐、牛马有捐、旱挑有捐、户口
有捐、剃发有捐、巫道僧民有捐，等等，计其各色名
目，至少有六十多种。遂使人生世间，生业之所得
和生计之所有尽入官家的征榷之中。而与之相牵
缠地产生于其间的，更有种种附着于国家权力的
“外托举办新政之名”以行层层剥削。③ 由此形成
的贪污与征榷共生，正说明了苛敛肆张之日，国家
权力是很容易被污化的。然则新政营造富强，而
“其取民也无艺，尽夺其资生衣食之必需”④的了
无忌惮，却又在使这种造富强的百端兴作洒向人
间都是怨。富强以国家为本位，而与之对映的另
一头则是“小民救死不赡，亦岂能忍饥寒以待德化

之成”？⑤他们和富强之间显然相隔还很远。两者
同在一个过程之中而彼此相悖相异，则两者之间
的对映和对比已非常明白地使人看到了民本主义

与民生主义在此日的萎悴，以及民本与民生萎悴
之日，国家和“小民”在这个过程里越离越远和断
为两截。在两千多年儒学以“天矜下民”立教之
后，这是一种大变。是以光绪末期辜鸿铭描述世
相，引为感叹并言之耿耿的是“满街都是唱爱国
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⑥。此后十七年，陈独
秀沿同一个题目发议论，则以“我们爱的国家是为
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
家”⑦为心中之向往。两者不能算是同道，而其笔
锋之所到，表达的却都是对这种因国与民断为两
截而致本位错置的异议。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
以文字作异议并无改于中西交冲制约和导引下的

历史走向，只要“富强”仍然是一个因迫扼而生并
与迫扼相对峙的观念，则后来的岁月里，“富强”的
本位便依旧是国家并只能是国家。所以稍后于陈
独秀，又有吴稚晖从东西文明起讲而归旨于“人家
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
再论其他的国家主义。⑧

作为观念的“富强”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种深
刻的矛盾，与之相仿佛，作为观念的“进化论”也为
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从１９世纪中叶
开始到１９世纪末期，中国人累次卷入与外力相抗
的民族战争，又累次失败而累受重创。但五十多年
里，屡败的中国人又始终在精神上有以自守和自
立，并因之而能够与逼入的外力对拒于荆天棘地之
中。曾因绾接中西而备尝艰难的曾国藩暮年说：

　　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
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若置之不
问。虽不至遽行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恭
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
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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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
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①

理与势既因“中外交涉”而分，对于１９世纪的中国
人来说，则“势”是西方人用坚船利炮带来的，其实
质在强弱之比和利害之比，“理”是历史和文化留
给中国人的，其重心在善恶之辨和是非之辨。因
此，“以理势并审，体用兼备”立论，说的正是屈于
物力的中国人虽为强弱之比和利害之比所困抑，
而心中则始终不放地抱持着善恶之辨和是非之

辨。有此绵绵不绝，遂使１９世纪的中西交冲既成
为西方人勒索攫取咄咄逼来的过程，又成为中国
人以理抗势、苦相撑持的过程。五十多年纷争不
息造成起伏变迁，而在四围动荡里自成一种稳定
的，则是两个过程背后之各有一个互不认同的精
神世界。然而，自天演进化之说传入，其要义所归
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既被认作“公理”，便已没
有中西之分。而后是接受了公理的中国人在很短
的时间里便从一个精神世界走进了另一个精神世

界。梁启超说：

　　及达尔文出，发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之
理，谓天下惟有强权，更无平权。权也者，由
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赋也，于是全球之议论
为一变，各务自为强者自为优者，一人如此，
一国亦然。苟能自强自优，即虽剪灭劣者弱
者而不能谓无道，何也？天演之公例则然
也。②

之后又说：自达尔文倡“优胜劣汰”到斯宾塞更倡
“适者生存”，天演之义又愈深一层而演为“适焉
者，虽劣亦优，不适焉者，虽优亦劣也。故吾辈论
事，毋惟优是求，而惟适是求”③。这些话典型地
显示了那个时候西方进化论对中国人的影响，也
典型地显示了中国人对西方进化论的诠释演绎。
其间为“强权”层层申说道理的文字，以及用“适
焉”与否立准则来判分人事之优劣的文字皆属主
旨所系，而立论则都在以强弱利害为今生来世说
因果，从而都是在以强弱利害淹掉人世的善恶是
非。于是而有“毋惟优是求，而惟适是求”的价值
寂灭。若举此与１９世纪的中国士大夫在五十多
年里以理抗势的漫漫心路相比，显见得“天演之公
例”最先带来和直接促成的正是理与势之间的此
消彼长。而后是２０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观照于
中西之间的理路变，逻辑变，取向亦变。

在这种从一个精神世界走向另一个精神世界

的过程里，已经被中西交冲的“物竞天择”证明为
“胜者”、“强者”、“适者”和“优者”的西方人以及他
们所拥有的种种物事，便在“公理”和“公例”的映
照之下成为普世法则之所归，并因之成为人心倾
慕之所归。身历其境者曰：“戊戌庚子以还，日本
江户为懋迁新思想之一孔道，逾海负笈，月以百
计，学生阗黉塾，译本如鲫鱼，言论惊老宿，声势慑
政府。”遂使“思想界之革命，沛乎莫之能御矣”。④

日本之可以用作“孔道”，是因为日本人比中国人
更先得到产生于欧西的“新思想”，所以“逾海负
笈”群趋东邻，虽意之所欲和梱载而归的都是以西
国为源头的心法和长技，但西国东邻遂常常被混
成了一体。而“思想界之革命，沛乎莫之能御矣”，
则说明拍岸五十多年之久的西潮一经被认作普世

法则之所归，便已滔滔然灌来，在中国社会里获得
了一种裹挟之势和席卷之势。庚子（１９００年）以后
的十年之间，严复说“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
其公例通理，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
起”。以此为法式，则“中国之政，所以日行其绌，不
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违行故
耳”。杨度说：“欲一洗数千年之昏暗，而为民族历
史生未有之光荣，于世界历史占最优之地位，亦在
我国民考求他国文明所自来，而发其歆羡之心，嫉
妒之心，以与争荣于二十世纪文明史而已。”在这种
引整体的西方比照整体的中国发为通论之外，同一
个时间里还有柳亚子倡排满，而以“玛志尼、噶苏士
之流风”自比；梁启超主“今日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
宪”，而以“德人波仑哈克之说”为“确实的证明”；随
后汪精卫驳梁启超“最近之非革命论”，又以“佛兰
西学者仙治罗氏”之著作为助，等等。⑤ 相比于通
论的恢张宏阔，这一类在中西之间的直接对接显
然因其急于致用已更见切入。而相互争论的梁启
超和汪精卫之各自援西人以为护法的事实，则富
有代表性地说明了“新思想”中的不同流派虽然彼
此立异，但他们用以克制对手和提撕国人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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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都不能不借西人的道理为自信力和说服力。因
此，中国人笔下种种通论中西的宏阔和对接中西
的急切都在折射西潮灌入的声势，但就彼邦学理
笼罩人心的程度而言，中国人之间各奉宗师的龂
龂论争无疑尤深一层地折射了西潮灌入的声势。
由西潮造就的这种声势虽蓬蓬然起于言论界又盛

于言论界，而由此鼓荡弥漫，则一定会化为思想上
的冲击和播染，使更多的受众跟着走和拽着走。
当官场中人也成了受众之后，其奏疏遂纷纷然引
“西儒社会学说”与“彼都哲人”之言为谛理，各论
“人格”、“义务”、“主义”、“团体”、“法治”、“文明”，
以及“国家观念”和“合群进化之理”等等。① 于
是，庙堂中的议论亦随“东西洋”的理路而变。然
则与１９世纪的西方人以物力致胜相比，显见得此
日由进化论助成的西方世界在精神上的强势更凌

厉并且更广袤。而与这种凌厉和广袤相为因果
的，便是灌入的西潮所到之处。中国人的历史和
文化被逼得黯然失色而一退再退。因此，在当日
以文字见光焰的论说里，与“伟哉，新思潮之力
也”②那一面仰望和惊羡同时发生的，又有返视中
国而比“支那今日尚是欧洲十四五世纪之世界，与
今日欧洲之世界，其文明之程度相隔尚五六百
载”③的自轻自鄙，以及“乘其愚而长其过者，纲常
伦纪也，作纲常伦纪者圣贤也，故助人道之进化，
求人类之幸福，必破纲常伦纪之说”的一路推究归
到“圣贤革命”。④ 其中走得更远一点的，则追溯
文明野蛮之由来，直指“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荼
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然后以此立论，力倡
“用刮骨破疽之术”实行“孔丘之革命”。⑤这一类
反儒学的文字激扬于儒学中国，訇訇然自成一种
石破天惊之声，而在时人眼里，其理路却并不是出
自学术自身的内在演化，而是“詟乎泰西诸国之政
之法之艺之学，则以为非中国所有，而貌而袭之。
袭之而仍不足以敌之也，则还而质诸吾国，何以无
学，吾学何以不国？”⑥因此，以“非中国所有”追咎
“吾学”，以五十多年追咎两千多年，其简约化与简
捷化里自有那一代人远望来日而心忧家国的惶遽

和紧张。但与１９世纪以来西国传教士之丑诋中
国文化相比，这种由中国人自己放言诟詈“圣贤”、
“孔丘”和中国人自己的“文明程度”，已无异于是
在自挝自掴。而由此形成的走势和走向既为灌入
的西潮所触发，又与灌入的西潮相摩荡，遂使西潮

的冲击源源不绝，惶遽、紧张以及由此派生的简约
化和简捷化也源源不绝，而后是初起于清代末期
的这种“还而质诸吾国”与“吾学”的追问和追咎一
路横轶蝉蜕，演变为民国年间以文化裁定国运的
论断和独断。陈独秀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
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是以“儒教孔
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
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⑦ 吴虞说：“不
求知识于世界，而甘为孔氏一家之孝子顺孙”，则
是“不辨是非”而徒见“游豮怒特蠢悍”。⑧ 钱玄同
说：“人家（西洋）崭新的学问，断难用这种极陈的
汉字去表他”，所以“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
驱逐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
不先废汉文”。⑨ 吴稚晖说：“孔孟老墨”都是“这
国故的臭东西”，当此“物质文明”大昌之日，须“把
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瑏瑠 胡适说：“中国之所以
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
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

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然后以此对举，又
“公开地谴责了东方的旧文明”瑏瑡。与之同调而尤
为直白的，还有陈序经倡言“中国文化的出路，无
疑是要从彻底全盘西化着手”瑏瑢，等等。这些论说
和论断都在挞伐两千年历史文化，以期为困境里
的中国寻求营造“现代文明”的出路。然而截断传
统，将会是和只能是由一个没有历史文化的中国
来接续“现代文明”。显见得其太过极端的简约和
简捷，已是把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里的种种复
杂和舛错，都十分轻易地用一种主观臆想消解掉
了。但时当进化论播化天下，并为一世共尊共奉
而踞于言论界主流之日，则简约和简捷一定会与
这种中西之间可以同质的普世信仰缀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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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袭之而仍不足以敌之”的中国人在忧惧交集里
沿波寻源，仍然要一遍一遍地用新文化讨问旧文
化。而后是这种反传统的过程在延续中累积，又
使反传统成了２０世纪中国的一种新的传统。而
与这个过程共生于同一段历史之中并形成明显对

比的，是中国人因深信进化论而深信“人类进步之
次第”①。但进化公理所预设的“进步”的单向度
性，又使居于后列的中国人不得不自觉地追随和
追赶已在前列的西洋和东洋。因此，１９世纪末的
戊戌变法和２０世纪初的十年新政，皆以“近采日
本”②为榜样之所在；之后，革命、共和取法于美国
和法国，盖“法人孟德斯鸠恫法政之不如英善也，
为《万法精理》一书，演三权分立之理，而归宿于共
和，美利坚采之以立国”，世之论者莫不言善也。③

而相隔十年继之又起的，则是蔡和森举《新青年》
为代表所概叙的社会思想大变：

　　这个刊物开始时的两个口号为民主和科
学。而这个口号又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
故《新青年》以前也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
到了仲甫（陈独秀）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
就由美国的思想变为俄国的思想了，宣传社
会主义了。④

美国思想犹在为中国的众生说法，俄国思想已波
涛澎湃而来。是以此后数十年漫长岁月里，这两
种思想都对中国社会发生过巨大而且深远的影

响。与之对应，是原本共取一个榜样的中国人，从
这个时候开始便有了两个因不同抉择而分为两路

的榜样。然则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以来，中国
的社会变迁便既与先觉者黾勉地寻找外国榜样连

在一起，又与外国榜样的一变再变连在一起。在
这个过程里，每个榜样都为抽象的，并因之而不容
易感知的“现代文明”提供了一种具体的，从而能
够各以其始末因果被人分辨和临摹的样式。因
此，在五十多年师夷长技而又识之不甚了然分明
之后，这种可以临摹的榜样直接带来的是前所未
有的心力上的信恃与愿想，以及前所未有的整体
上的翻造和改造中国。２０世纪之不同于１９世
纪，便在于立一个榜样为范式，则范式之所在同时
是根本之所在，因此信恃、愿想、翻造、改造都是在
“求根本之改革”⑤。而后是这种以“根本之改革”
为目的的翻造和改造所到之处，两千多年来延续
已久的社会结构遂不能不在伤筋动骨里面目全

非。比之１９世纪五十多年间的制器、练兵和铁
路、航运的枝枝节节，此日仿外国榜样之程式所造
成的迁越已如同移山填海。是以时人身在翻造改
造之中，感受和感触都集结于与之相伴的“内变之
烈，尤甚于外患”⑥。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则

正是借助于这种临摹范式的“内变之烈”，才能够
越过旧时壁障而得以层层深入地实现的。在这个
意义上说，自“近采日本”开始的一路取法，都曾是
新陈代谢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数十年之间，此
一时与彼一时临摹的对象一变再变，又以其取而
舍之，舍而再取的事实，说明了立外国的榜样为范
式以“求根本之改革”，其实常常是走不到头的。

中国人因天演进化而有中西之间可以同质的普世

信仰，又因这种普世信仰而由后列追随已得“现代
文明”而居于前列的远邦。但西洋与东洋之中能
够以“现代文明”翘出一时者，其“现代文明”或产
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或长入于自己的历史文化，

而后是同属“文明”而各具殊相，并因各具殊相而
成为真实存在的文明。与此成为直接对比的，则
是已入普世价值的中国人又因追咎“吾学”而正置
身于一个反传统的时代之中，两者同时存在而且
互相因依，遂使这种普世信仰不能不因远离历史
文化而成了脚下悬空的东西。由此造成的是，取
法远域以求“现代文明”的人常常不计历史文化，

然而被他们引来取法的每一个范式却都会在中国

遇到和它们不相同，并因之而与它们所不相通的
另一种历史和文化。随后，隔阂与阻折便成为这
个过程里的常态，而希望和失望亦与之相为起伏。

清末民初的一则时论评述这种阻折与起伏，说是
“规摹仿效，谓彼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若
移而殖之我，将旦暮可以强吾国”，然而预想总是
不能成为事实，一次一次的“仿效”既折和“仿效”

又起，得到的则大半都是一次一次的“为之而不
效”。⑦ 这种旁观世事统括出来的“为之而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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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３集，第６１页。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１１７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２卷上册，第１２０页。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７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８４。

⑥　《民国经世文编》，第８册，第５０６５、５１９３页，北京图书馆出
版社，２００６。

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５集，第４３２页。



正说明用“规摹”的办法现成“移”来的东西太过夹
生。西洋和东洋以先得“现代文明”而成为中国人
的榜样，但内含于那里的“现代文明”，又因其成为
范式而物化和固化于他人的历史文化之中。是以
取自彼邦的“法”、“制”、“俗”、“惯”、“条”、“文”背
后都有各自赖以生成的过程。而中国社会则从未
发生过这种过程，因此它们进入了中国社会，却不
能长入中国社会。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它们是
外来的东西，从而是外在的东西。“规摹仿效”的
内在矛盾正在于此。早年深信取外国的榜样改造
中国，“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
可哉”①的梁启超，后期阅历既多，则转以“他人所
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②

为深度疑虑。其前后之间的不相同显然因此而起
并与此相依。而“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又说明
当“规摹”所得的“现代文明”仍然是一种外在之物
的时候，以此“殖之我”的翻造和改造，常常会使社
会结构的剧变同脱榫、撕裂和各色危机相伴。其
间的极端，便是康有为在民国初年列数世间之种
种混沌，而归结为“旧宅第已毁而不能复建之，则
惟有露宿”③。他是最早从东洋取径为中国寻榜
样和立榜样的人，但此日被他指为大病的，则正是
临摹外国榜样所弄成的旧者已经破而新者未能

立。以此论说因果，显见得这种进入中国社会而
不能长入中国社会的东西虽大半“为之”而不能
“效”，却已自一边搅动中国，使之脱出了昔日的旧
轨，一边又在水土不服中“橘逾淮为枳”④，使自己
失掉了旧时模样而变得面目全非。从这个意义上
说，曾深得“规摹仿效”之力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也一定会在同一个过程里无可避伏地为“规摹仿
效”所困，既因其一变再变而长在嬗递之中，复因
其一变再变而长在两头不到岸之中。以至于２０
世纪中期思想界论国事，列为大题目的仍然是中
国“社会的出路”；而立论更峭刻一点的，则径直言
之曰“三四十年来，我们大部分的努力，似乎是专
把旧有的不大好的东西和西洋来的不大好的东西

凑合起来”⑤。其忧思和深思写照的无疑都是一
路困顿。

三

百年之间，作为观念的“富强”和“进化”，以及
由此派生的种种推论与悬想因中西交冲而起，又

在中西交冲里既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和西方世界

的认识，也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和西方世界的判
定和态度。中国人曾因面对历史经验之外的对手
以及他们带来的莫测时势而“智勇俱困”⑥，这些
观念则在历史经验之外提供了一种可以回应时势

的东西。因此，接受这些观念的过程，以及在这些
观念引导下以变应变的过程虽然都发生在中国，
而其起端和趋势却不能不以脱出中国人的历史经

验为指向，并且以越来越远离于中国人的历史经
验为定势。与之相应的，是百年之间中国得到了
很多本来陌生的东西，也失掉了很多本来熟识的
东西。而在器物、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一
截一截地今时不同往昔之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
中国人已经普遍地知道，自１９世纪以来一代一代
沤浪相逐于中西交冲里的以变应变，其真实的时
代内容全在于“一套社会组织变为另一套社会组
织”⑦。比之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对于社会转型
的这种自觉认识显然迟了很久。然而，由此返看

１９世纪以来一代一代的以变应变，则其间积之既
久的事实又会使人更容易通观得失，以省视这个
过程里的崎倾和盲瞀，而反思和深思亦由此以出。
其时《大公报》曾以“中国文明在哪里”为题，申论
中国的“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所经营擘划研究
思索，举不出于都会”，而“于全中国数百万方里中
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数同胞之真正生活状况如

何，则大抵茫然无所感知”。是以当此百度变迁之
日，这些在中国主导时务的人物其实“并不知中国
事，不理解中国人生活，与最大多数同胞精神上并
无接触”。而“中国改革多年失败之根本”即在于
此。⑧ 都市之成为重心，是在前此节节“规摹仿
效”东洋和西洋中形成的。但新起的都市与旧有
的多数人口截为两段，又已直接成为“中国改革”，
从而直接成为社会转型的阻格。从这种内在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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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１册，第４２页。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４册，第１２页。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７１４页。
《潘光旦选集》，第３卷，第５５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１９９９。
《梁漱溟全集》，第６卷，第３６９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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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松堂学术文集》，第２６６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张季鸾集》，第４５６页，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１。



牾里指抉出不为“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所见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数同胞之真正生活状态”，
无疑是在把久被湮没的民本之义和民生之义重新

引入这个过程之内。相比于之前胡适用未能“一
心一意接受现代文明”来批判中国“领袖们”的那
些话，则同属批判，《大公报》的这些文字显然更具
体而且更有深度。至４０年代，梁漱溟追说“过去
六七十年，我们已不断采取西洋之长”，而多“惨
重”之“失败”，以至“每次总收不到预期的正面效
果”。然后归“其故”为“一面是不了解西洋文化本
末系统”的西学不够，“一面则是更不明白自己”的
中学尤其不够：

　　不明白自己，所以取舍之间莫得其宜。
不明白自己，所以莫得入手之方，与如何把握
自己前途。

在年复一年地脱出了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之后，他
所说的“不明白自己”是在告诉世人：脱出历史经
验的过程，同时也在淡褪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和本
位意识。而褪落了主体意识和本位意识的追蹑
“现代文明”，其一变再变的“莫得其宜”又同样会
直接地成为社会转型的阻格。在相近的时间里，

潘光旦以“维新以还”的史事为实例，指“不负责任
的革新理论往往以为社会改造是全盘的，旧的非
通体推翻不去，新的非完全创造不来”为大错；又
以“社会”与“历史”之间的断裂为实例，指国人“多
年来所注意到的只是一般社会，甚至于即以西洋
的社会当作一般社会，而忽略了中国社会”①为大
错。合两者而论之，则其要义全在指述中国与西
洋之各有殊相。共相不能自立于殊相之外，因此，
抽尽历史文化的普世信仰其实是虚妄的。
这些报刊文字和学人论述丛起于此日，说明

了百年之间中国人沿“富强”、“进化”而力致现代
文明的多窒多难。他们都是由这个过程造就出来
的，因此，他们又深知这个过程留给历史的种种难
题。于是，他们之后的中国人便不得不在致力于
现代文明的同时面对和收拾这些难题。

〔本文根据作者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第九届年会演讲稿改定，并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
项目（Ｂ４０５）资助〕

（责任编辑：常山客）

①　《潘光旦选集》，第３卷，第３６７、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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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经纬


